﹝清﹞章學誠（1738-1801）及其
《文史通義》簡介

    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號少岩，清朝浙江會稽（今紹興市）人，是著名的史學家和教育家。
    章學誠出身於讀書人家庭，其父章鑣，是乾隆七年進士。章鑣擧進士時，章學誠隻4歲。一般情況下，讀書人進士及第後即可爲官，而章鑣卻在家鄉以教書爲生，整整10年。因此，章學誠從小在其父的精心教養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章學誠14歲時，其父才到湖北應城任知縣，由此他亦隨父到應城，並拜柯紹庚爲師。章學誠幼時並不聰明，且身體多病，14歲時《四書》尚未卒業。至十五六歲時，讀書絕呆滯，日不可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爲文則虛字多不當理。21歲以後，學識見長，縱覽群書，尤好史部。23歲始出游學，赴北京應顺天鄉試，沒有考中。第三年又應順天鄉試落選，遂入國子監讀書。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師應順天鄉試，又落第。但他被同考官沈業富看重，被聘到家中當塾師，開始他的教學生涯。
    自從他爲沈家塾師，始有機會結識京師名流，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翰林院編修朱筠。章學誠拜朱筠爲師，學習古文，並與邵晉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輝祖、黄景仁等學者交游。乾隆三十三年，他又應顺天鄉試落榜。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須分出精力來養家糊口。34歲時，朱筠爲安徽學政，章學誠與邵晉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皆從之游。是年他開始撰寫《文史通義》。
    章學誠39歲時任國子監典籍。40歲時才中顺天鄉試擧人，次年成進士。然而，他以爲與時俗不合，不願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師，一邊教學，一邊著述。乾隆四十六年他離開戶部尚書梁國治家到河南謀事。事未謀成，卻中途遇盜，行李及平生著作盡失。由此生活無着，隻得暫回直隸肥鄉縣主講清漳書院。後來又移家至永平縣(今河北盧龍縣)主講敬勝書院，繼續撰寫《文史通義》。自此以後，他或受聘編寫縣志，或主講書院，以講學著述爲業。他先後主講於保定蓮池書院、歸德文正書院，後來經友人推薦入畢沅幕府。時畢沅以湖廣總督暫留任河南巡撫，對章學誠很器重。經畢沅同意，仿朱彝尊《經籍考》體例，開始編纂《史籍考》。但不久畢沅升任湖廣總督，《史籍考》的編纂中斷。乾隆五十五年，章學誠去武昌依畢沅從事編纂工作，繼續編纂《史籍考》，還主修《湖北通志》，參與《續資治通鑒》的編撰工作。
    章學誠晚年將家眷從亳州接回會稽，而他則離湖北而游颺州、安慶、桐城等地，繼續從事他的講學與著述，直至嘉慶六年十一月卒。章學誠的著作甚豐，主要有《文史通義》、《校讎通義》、《文集》、《乙卯劄記》、《丙辰劄記》、《史籍考》等，其《和州志》、《永清縣志》等也很受世人推重。其著作後人編爲《章氏遺書》。
    《文史通義》是章學誠探討古今學術、文史、教育等文章和論學書的匯編，原無固定體例，章學誠生前也沒有編成定本。今所見的最早刻本，爲道光十二年（1832）在開封的刻本，亦稱大梁本，其中内篇5卷，外篇3卷，另有《校讎通義》3卷，收錄的文章不完備。章學誠之子章華紱在序文中說：「尚有雜篇及《湖北通志檢存稿》並文集等若幹卷，當俟校定，再爲續刊。」1920年吳興劉承於所刻《章氏遣書》中的《文史通義》内篇6卷，外篇3卷。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標點排印本的《文史通義》11卷，其中内篇6卷、外篇3卷、補遺與續補遺各一卷。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1948年葉瑛的《文史通義校注》本亦11卷，其中《内篇》5卷。《外篇》3卷，附《校讎通義》3卷。該版本與大梁本的内容大致相同。《文史通義》是章學誠自35歲時始著之書，經20餘年的精心探討，竭思盡力，積文而成。故它凝結了章學誠的畢生精力和思想精華，可以說是章學誠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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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皆史」論

　　關於我國史學的源流，《文史通義》開卷便宣稱「《六經》皆史也」。又說：「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在《浙東學術》中，進一步闡述：「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别有所謂義理矣。」章氏提出「六經皆史」的命題，以爲《六經》皆屬先王的政典，記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說明史之源起先於經，並且指明經術乃是三代之史而爲後人所重視。雖然「六經皆史」不是章氏的創見，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經亦史」的見解，但是在乾嘉時期，針對「漢學」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據和「宋學」專尚「空談性天」的兩個極端，「六經皆史」提出學術必須「切合當時人事」，在客觀上卻有着積極的意義。這個命題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學「經世」的思想，不但將史學的產生上溯至《六經》之前，而且擴大了古史研究的範圍，對先秦史學史和史料學的研究作出了貢獻。對於「六經皆史」的論述，《文史通義》的《易教》、《書教》、《詩教》、《禮教》、《經解》、《史釋》、《浙東學術》等諸篇，均有涉及。
[bookmark: 4]有關歷史編纂學問題

　　這是該書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見於《史德》、《說林》、《書教》、《答客問》、《原道》、《釋通》、《古文十弊》諸篇中。章氏發展劉知幾的史學理論，於「才、學、識」之外，提出「史德」問題。他說：「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史德》）具備「義、事、文」方可稱爲「史學」。「義」指歷史觀點，「事」指歷史事實，「文」則是表達的文筆。在章氏看來，三者以「義」爲主，而「事」與「文」不過是求「義」的根據和技巧而已。然後，「義」畢竟是史家主觀的東西，那麼，如何使主觀的「義」與客觀的「事」一致呢？章氏認爲，「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這是說，史家治史要有尊重歷史真實的基本態度，即「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態度。這裏的「天人之際」，是指客觀的史實與主觀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觀的偏見代替客觀的史實。所以，章學誠所說「史德」的内容，實際上就是「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態度。只要按照這個要求去做，就「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史德》）這是「欲爲良史」的基本條件。
　　在章氏看來，古來史書就其性質而言，基本可分爲兩大類，即所謂"撰述"和"記注"（《書教》），或稱爲"著述"與"比類"（《報黄大俞先生》），又稱之爲"著述"與"纂輯"（《博約中》）。雖然稱謂不盡相同，而含義並無區别。前者指史家的"獨斷之學"，即史學著作；後者屬文獻資料匯編，即史料纂輯。章學誠可說是我國古代史學史上，第一個嚴格區别史著與史料的史學家。
　　在體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爲通史具有“六便”。撰述《通志》這種專門的學者。對於紀事本末體，章學誠亦備加讚許，以爲“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書教下》），兼有紀傳史和編年史所不具備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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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方志作爲一門專門的學問

　　我國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載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當時的地方志。自宋元以來，纂修方志之風日盛，清初修志之風更加盛行。但是，把方志作爲一門專門的學問，提出系統的理論主張，始自章學誠。章氏不但對方志的性質、内容、體例等問題有獨到的見解，而且將其主張貫徹於具體的編修方志的工作中。章氏的有關方志的論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義》和《章氏遺書》中。這是章氏對方志學的傑出貢獻。
　　關於方志的性質，曆來把它列入地理類。章學誠認爲，方志“乃史體”，與地理不同。而“地理之學，自有專門”（《跋湖北通志檢存稿》），二者不能混淆。從性質上劃分了方志與地理的區别。至於方志的内容，章氏認爲，它既然屬歷史，專載一方，就不應只重地區沿革，而輕一方文獻。因此，在體例上，他主張方志立三書，即記載大事記和人物的"通志"、記載典章制度的"掌故"、記載文獻詩文的"文征"，以及作爲附錄的"叢談"。爲了征集文獻資料，便於編修方志，章學誠還提出了各州縣建立志科的主張。
　　由於章學誠是封建社會末期史家，在《文史通義》中，有其高於前人的評論，但也擺脱不了宣颺綱常禮教之例，如他把謗君和怨悱的人說成“亂臣贼子”、“名教罪人”。對於曆代史學名著的評論，其觀點仍有值得商榷之處。書中所論史實，也存在錯誤的地方，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颺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義士，章學誠僅從《鲒埼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傳事有重複，即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氣節的一片真心，看成是爲自己的文集爭體面。這些是我們在閱讀《文史通義》時，應加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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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文史通義》一書，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學術著作？曆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史學界以爲它是研究文史的名著，文化史專家則以爲它是文化史專著，思想史學家則視其思想史專著。這說明它的學術價值是多方面的。但從教育學的學術價值觀論之，它應當是一部基於文史淵流的探究和學術評品之上的，刻意矯正學風以倡導經世致用教育的學術著作，其討論問題的主要内容和歸宿點是教育。因此，我們把它列入教育名著來評介是相當必要的。



















[bookmark: 7]關於經與史的關係

　　《文史通義》指出“六經皆史”。“六經皆先王之政典”。這一觀點章學誠以前已有隋儒王通、宋儒陳傅良、明儒王守仁等人提過。他們提出這種觀點都是對當時的治學學風有所指責的，並且着意整頓經學教育，要求通過經學的教育革新，使文字章句的經學及經學教育轉變爲對客觀歷史規律及治道的切實關注上來。章學誠也不例外，其“六經皆史”說，從本質上講是旨在救當時經學以訓詁考據的“求道”的流弊，要求經學及經學教育要轉移到經世實用的“實學”上來。
　　“六經皆史”的觀點，是《文史通義》的重要思想之一。章學誠認爲，古代之人官師治教合一，職官之事即國家禮樂治教之事，未嚐以文爲著作，禮樂治教之道均以實事來表現，“未嚐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蓋自宮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爲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學者崇奉六經，以爲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文覃也”。經既然是作爲古代禮法制度的記實，不是聖人有意要立言垂教的，因此學習六經，如果隻把它看作空言道理的東西，或隻看作離開事實與事理的文章，則“是以文爲擊帨繡之玩，而學爲計奇射覆之資，不複計其實用也”。注重文字與訓詁，使史實與事理被遺棄，道隱法無，故其學問文章不足爲國家之用。因此，“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爲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
　　《文史通義》的《易教上》曰：“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宇之蹟，而非托於空言”。《經解上》亦雲：“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字以傳後世也”。這里的“史”，不是一般史學意義上的記錄事實，蒐羅材料，排比現象，而是指“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是“得位行道經緯世宇之蹟”，是客觀人倫日用和治世之道的必然之理。因此，章學誠指出，學習六經的意義，不應在文字章句的表面去求知識，不應舍卻自家現實事物、人倫日用上去尋訓詁考訂，而應當“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於經術精微”，去探索社會治亂規律和根本法則，通經以致用。事實上，章學誠的“通經致用”就是他的經學和經學教育目的。
　　《文史通義》卷五《史釋篇》指出，經即史，學習六經但又不是教人去效法古人，而是通過經書的學習與理解，從根本精神上認識社會的發展需要其相應的文化變革和制度變革，質言之，經隻提供人們一種歷史意識和歷史上的治世經驗，它不能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要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必須從現實客觀着手，探討人倫日用、典章制度、官司職掌的治道。章學誠在該文指出：“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爲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通於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爲可禦饑寒，不須衣食也”。























[bookmark: 8]關於經與史的學習目的與態度

　　《文史通義》一書，反複強調六經是言事的，其理蘊於事中，“古人未嚐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事有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嚐離事而言理。”章學誠把理與事的關係比作水與器的關係，批評當時學者離事而言理，猶舍器而言水之“挹注盈虛”，以爲這種學風是不足取的，因爲這是“不知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誦聖人之言，以爲聖人别有一道在我輩日用之外耳”。
　　清代崇考據學的風氣很濃。考據學主要是對經書文字章句的考訂，辨别其正誤訛謬，探本求真。自顧炎武到戴震，這種學風日漸影響了學術界和教育實踐。章學誠對顧氏和戴氏的考據訓詁之學的目的是充分肯定的。他說：“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但是，章學誠認爲時人雖受其學風影響，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就以爲考據訓詁即是經學；天下的教育亦受其風氣影響，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以崇尚訓詁考據爲真學問，廣征博引，遺經義而求文字之表，從而離卻了事物，不知學問爲何用。這種經學及其教育是失去了經世致用的目的，不過是陋儒末習而已。
　　清代重考據，稱考據學派爲浙西學派，這是世人推崇顧炎武爲開國儒宗的緣故。章學誠對考據學學風的流變十分不滿，故要求以浙東學派的重史學風來補救之。《文史通義·浙東學術篇》指出，世人隻知顧炎武開創的浙西之學而不知黄宗羲同時開創的浙東之學。浙東之學“雖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顧氏宗朱，黄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梨洲黄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兄弟經史之學，以至於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悖於朱者也”。他提倡學者打破門戶之見，以經史之學來補救考據之學的流弊，摒棄單純的離經義而偏考據的治學態度，使經學教育切實不務空疏，而落實到現實人事政治上來。
　　在《浙東學術》中章學誠指出：“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别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以經史之學補救考據訓詁之學，這是章學誠《文史通義》所致力於學風改造和經學教育目的轉變的重要主張。
　　但是，這一主張並非要求以史學代替經學，或史學即經學，而是要求根據以史學的觀點來探討六經中的有關人倫日用、典章制度的“自然之道”，使人通過這種學術研究和經史教育，知其治道之所以然，然後有爲世用。《文史通義》認爲，道不外人倫日用，“道有自然”。既然“道”是客觀存在於事物之中的，故求道必然要在人倫日用之中去探討。探討自然之道，是爲了在必然王國之中求得自然亦即自由。道是不斷隨着事物的變化而“必不盡同”，故六經不足以盡道的。由此，章學誠主張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正確對待六經，即既要研究六經以考察古代事物之道，知古今道之變化的必然，同時又必須看到六經皆史，道在歷史現實之中，所以應當把主要精力用於對現世人倫日用事物的研究上。如果不是這樣，“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足與言夫道矣。”章學誠說，“學於眾人，斯爲聖人。”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並非他能立言垂訓，而是他從天下事物人倫日用中知其道之自然，並遵自然之道而經緯人間事物。“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爲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
　　在《原學篇》中，章學誠指出：“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六經文字是對歷史事實之道的記述和揭露，學習六經不應當去一味地追求成賢成聖，以致舍己從人，而是“求其前言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即爲效法也。”古訓是必要的，但必須要知道，訓詁是爲了多聞識見，是爲了博學，爲了更清楚地理解和更真切把握六經所揭示的“道”，它是“求效之資”的必要手段，但如果以爲這就是經學，就可“效法”，那就背離了經學的目的。《原學下》指出：“博學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騖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矜其豔於雲霞，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拘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窮於考索、竭思爲文、空談義理，都不是以“效法”爲目的爲學之道，都是不良學術風氣的表現。然而，要改變這種學風，則必然要以真學問來開風氣。章學誠以程頤“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的名言爲論據，以爲“所貴君子之學術，爲能持世而救偏”。倡導以獨立思考、由博返約、實事求是來開辟經世致用的學術風氣。















[bookmark: 9]關於博約與學思問題

　　博與約、學與思的問題，是中國古代教育家曆來關心並論述最多的問題。一般說來，自孔子以降，關於博約與學思的思想大多是講學習原則或方法的。然章學誠卻把它們作爲學風與教育改革問題來論述的。
　　在《原學篇》中指出：“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禀，而不能無敝耳。”“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蓋官師分而學不同於古人也”。思是學者的事，隻有獨立思考，才有學術上的建樹。然而，這種建樹所需的獨立思考，如果偏離了人倫日用事物，它所促發形成的學術則是空言性理的東西。“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章學誠認爲中國的諸子百家學術是源於官師治教的分離，學術的原型整體裂變出的百家之言，不是由於“行”的結果，而是“思”的產物。離行而獨思的學術，爲後世儒者傳而習之，立博士，置弟子，且設科取士，“以爲誦法先王者”。官學立，學術教育興起，始以利祿勸儒術，到後來則以儒術徇利祿，這種以利祿爲目的學術教育，比起因思而生的學術的影響來，更是遺棄了事物，脱離了人倫日用之行實，違背了“知行合一之道”。章學誠提倡學術革新，主張抛棄這種思而不學和學而不思的學風，回到古人的“原學”上來，極思而“實之以事”。也就是，他主張官師治教合一的學術和“從事於學”的教育。
　　思與學，貴在創造立新，對“道”有所新的發現，開拓出新的學術風氣。他說：“近日學者風氣，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以學問爲銅，文章爲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爲道也。風尚所趨，但知聚銅，不解鑄釜。其下焉者，則沙礫糞土，亦日聚之而已。”
　　要對學術有所創新，這就要求處理好博與約的關係。《博約篇》指出，廣博地求知是必要的，故有博學強識之說。但是博學強識，如果不以創造立新爲學問目的，則是陋儒的擧業學問。章學誠指出：“博學強識，儒之所有事也。以爲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謂專家也。然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記誦漫漶，至於無極，妄求遍物，而不知堯舜之知所不能也。”學術貴博而厭雜，貴約而患於自封，如疲精勞神於經史子史，而終身無所得於學，或囿於一家之言，而“肄習惟資簡策，道不著於器物，事不守於職業”，都不是博約之學所要求的，更非爲學“功力”之所在。章學誠悖傳統的“道精業博”觀點而論之，說：“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以爲不能要求義理、制數、文辭兼而並習，必須有所取舍，因爲不是學習什麼業，才可以歸於道。學道要廣博，術業要精專。如果想天下事物件件皆知，或以爲一物不知即爲恥，博雜於知識見聞，結果“物而不化”，終身不能“知道”。他說：“學必求其心得，業必貴於專精，類必要於擴充，道必抵於全量，性情喻於憂喜憤樂，理勢達於窮變通久，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幾學術醇固，而於守先待後之道，如或將見之矣。”
　　在上述博約、學思思想基礎上，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書中，論述了許多具體的爲學之道。如博約，他要求學生要在讀書時勤作讀書劄記，一方面對某一類問題的由來、發展、變化作系統的了解，另一方面對該問題的全面了解之後，一要有“己立”，即要在前人的基礎之上將學術推陳出新，這就是博識強記與開拓創新，亦即由博返約的重要方法之一。如對經學的全面了解，聯繫社會發展的“自然之道”，就會知道“經之流變必入於史”。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的數篇論學書中，十分強調劄記的必要性。同時指出，作讀書劄記，是爲學的功力，它有助於幫助記憶、理解，有益於對知識的消化，也有益文辭的修養。任何道理都是由事物的存在和運作才會體現的，但作爲讀書人既要知道，更要“弘道”。“孔子言道，亦未嚐離於文也。但其成者爲道，未成者爲功力，學問之事，則由功力以至於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隨時表其學問所見之具也。劄記者，讀書練識以自進於道之所有事也”。他告誡學生，劄記是學問的功力，是不可以示於人的，更不應以此作爲著作遺於後世。劄記隻適合於個人，如分類纂編之類的讀書劄記，隻要自己留意即可，如果以爲自己的分類記述也適於他人，那就十分害人了。因爲各人對問題的見解不同，分類標准也因人而異，所以各人在讀書時都要做讀書劄記，寫讀書心得。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反複強調，做讀書劄記隻是增益學問的手段，切忌以此圖著述立功，否則就失去了該手段的意義。
　　在《文史通義》的《雜說》篇中，章學誠指出：“學問生於神智，而神智又出於學問也。制度生於聰明，而聰明又啟悟於制度者。神以知來，學者之才識是也；知以藏往，學者之記誦是也。”德才學識是通過博約、學思而養成的，博與學是“藏往”的，約與思是爲了“知來”的，藏往知來作爲學者之功力對於振作學風和有爲世事是十分必要的。在《淮南子洪保辨》文中，章學誠指出：“君子之學，貴開風氣，而不貴趨風氣”。“天下事凡風氣所趨，雖善必有其弊。君子經世之學，但當相弊而救其偏，轉不重起之是非。”在《天喻篇》中指出：“學業將以經世也。……其前人所略而後人詳之，前人所無而後人創之，前人所習而後人更之，……要於適當其宜而可矣。”由這些言論可知，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所倡導博約與學思，是在於改革學風，開辟風氣，以求經世致用之實。
　　《文史通義》在教育思想上確有創新，也確有開一代風氣的作用。但是也不可否認，它在學術批評方面也存在許多局限性，如過分地貶低文學的作用，貶低古代的類書教育價值；突出個人的獨創但又局限於“治道”；強調有所發現而又不能指出學術發展方向；要求學生於事物中求道，但又把自然規律與社會治亂法則混爲一團。此外它對於考據學的評價也有偏頗之處，多見其短而輕忽其長，同時章學誠在其他著作中充分肯定擧業爲讀書人所必要的謀生之途，並不厭其煩地傳授如何適應科擧而讀書、作文等，所有這些削減了《文史通義》對改革學風和教育進步思想的價值。



















[bookmark: 10]歷史貢獻

　　《文史通義》是一部縱論文史，品評古今學術的著作。它不僅是史學園地里的奇葩，而且也是文學批評園地里不可多得的佳作。此書要爲著作之林校讎得失，品藻流别，進而討論筆削大旨，故皆用辯駁評論的體裁爲寫作方法，而其中心則側重於史。由於它是“文”“史”通義，綜合討論文史理論問題，因而其内容就不像《史通》主要論史，《文心雕龍》主要論文那麼單一。除部分篇目是分别論述文史外，好多都是文史兼論。所以要嚴格劃分哪些是專門論文，哪些是專門論史，是比較困難的。事實上除評論文史之外，還有許多篇屬於哲學範疇，反映作者對客觀世界的看法。正因爲全書内容比較龐雜，因而有的學者把它看作是一部學術史，這是不太確切的。 
　　章學誠在學術貢獻上最能體現其“成一家之言”精神的有三個方面；一是史學理論上的突破，二是方志學的奠基，三是校讎學的系統與完善。而一二兩大方面的内容則全在《文史通義》之中。他那豐富的史學理論，在許多方面都確實做到了後來居上，而這許多方面也確實都超過了劉知幾。首先重視史義的研究，並從理論上強調其重要性，這在古代史家當中章學誠是第一人。孔子作《春秋》，記齊桓、晉文爭霸之事，通過事實體現孔子的觀點和目的。孔子也曾講過通過史事實現史義，但並未作理論上的論述。傑出史學評論家劉知幾的論述重點則是歷史編纂學的史學方法論，因而理論上論述史義的重要性便落在章氏身上。正如他自己所言：“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文史通義新編》外篇三，《家書》二）他所以要重視史義，是因爲“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同上書内篇五《史德》）他認爲事是對歷史事實的記載，文則是觀點與事實的表現形式，而觀點又是反映作史者的政治主張與政治立場，因此，“史義”的重要就可想而知了。史家編寫歷史，必須用明確的觀點記載歷史，總結經驗。
　　其次，提出史家必須具備史德，劉知幾提出良史必備才、學、識三長，千百年來一直成爲衡量優秀史家標准，章氏在《史德》篇中對此首先加以肯定，又指出根據他的研究，單具“三長”還不足以稱良史，作爲史家，還必須具備“史德”。什麼是“史德”？就是著書者之心術，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實於客觀事實，做到“善惡必書，務求公正”的一種品德。他說：“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籍人力以成之”，“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同上書内篇五《史德》）特别是“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要求把我國古代史學領域“據事直書”傳統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傑出思想，正是對古往今來歷史經驗的大總結。
　　第三，對“六經皆史”思想的大發揮。“六經皆史”說不是章氏首先提出，但他對這一思想發揮得最全面、最徹底。他指出《六經》原來也都是先王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況且古代並無經史之分，把儒家六部著作推上神聖經書寶座，那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之事，從此《六經》就成爲封建統治者統治人民的思想基礎。
　　第四，爲我國方志學奠基。該書外篇四至六都是方志論文。章氏雖長於史學，但從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學理論，用於編修方志的實踐中。編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動中占有相當重要地位，並使他成爲方志學建立的極關重要人物。梁啟超把他譽爲我國“方志之祖”、“方志之聖”。80年代全國修志熱潮興起後，他的方志學說還被用來當作啟蒙理論學習，《文史通義》也成爲非談不可、非讀不行的熱門了。
　　但該書内容龐雜，結構松弛，又缺少中心議題，各篇之間可以說互不關聯，這也許是因爲作者一生生活極不安定，全部著作幾乎都寫於“車塵馬足之間”的緣故。
 
